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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数字新业态在市场建设过程中又能发挥

何种作用? 文章利用 2007—2022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合作企业空间分布的经验数据,设置“宽带

中国”政策试点的准自然实验,系统估计数字技术对合作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从产业链上为数字技术

推动市场一体化建设提供微观证据。 研究发现,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增强产品竞争力两条渠

道推动企业将供货、销售渠道向省外延伸。 具体而言,政策试点推动企业前五大供货商中本省企业减少

32. 75%,本省客户企业降低 24. 45%,省内平均每家合作企业的采购额与销售额占比分别下降 4 个和

1. 98 个百分点。 这一发现从合作企业空间分布的视角,为数字新业态突破空间限制、推动地区之间市场

整合提供了系统性证据。 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新业态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积极作用随着所在城

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变化以及行业特征而存在差异,并随企业对产业链的依赖程度、链条分工

水平的深化进一步强化。 研究对调整生产关系的政策实践提供一定启示。 研究认为,推动数字技术与

实体企业的深度融合应该作为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抓手;要突破旧生产力格局中微观主体

面临的空间限制,需要不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和数据要素的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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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突破旧生产力格局在空间上的限制。 大量文献从家庭消费决策、地区间价

格水平等为数字经济、数字平台突破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限制提供了证据[1-3] 。 然而企业在这一过

程中发挥的作用却始终不被文献重视。 究其原因包括:一则,系统性的企业层面定价数据难以获

得。 虽然部分研究利用电商数据或大型超市数据捕捉了数字应用带来的定价策略变化[4-6] ,但这类

推断难以代表数字时代所有企业的系统回应。 其二,数字技术应用程度难以刻画。 文献当中通过

捕捉企业是否公布邮箱、是否建有官方微博、是否建立公司网站,以及企业年报中数字相关词汇的

出现频次等来捕捉企业的数字化发展程度[7-8] ,然而不同刻画方式的悬殊会影响估计结论,并且由

自选择、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也严重干扰结论与推断。
作为生产与流通的关键主体,企业可以通过优化自身选址和调整合作企业(供应商+客户)的空

间布局来影响商品供给价格,进而影响市场整合进度。 因此,即便系统性的定价策略无法获取,从
自身选址和合作企业空间选择的调整上也能够捕捉到企业的定价策略。 一部分研究揭示了数字技

术对企业选址的积极影响[9] 。 但相比企业的选址调整,优化合作企业的空间布局更能节省成本,并
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企业通过空间延伸产业链来获得规模与网络优势。 因此,相比重新选址,合作企

业的空间选择更能反映企业的定价策略。 由此产生新的问题是,既然已有文献揭示了数字技术对

市场整合有推动作用,那么这种推动作用如何体现在企业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上? 数字技术能否

推动企业将产业链条向外地延伸? 其中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理论上,基于在信息收集、处理上的规模优势和网络优势,数字技术能够帮助企业探索更低成

本的货源和挖掘更广阔的潜在市场,从而实现企业在全国范围内的资源整合和市场拓展,突破旧发

展格局当中由行政壁垒造成的空间限制[10-11] 。 此外,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数字平台的搭配与应用

进一步提高信息处理效率,帮助企业节省交易成本,并在面向市场的技术创新上发挥积极作

用[12-13] 。 因此,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以揭示新发展格局下链上企业互动关系的新变化,厘清数

字技术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对采用新理念、新工具突破旧的生产力格局也能

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本文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政策冲击,结合 2007 至 2022 年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的经

验数据,设计准自然实验来克服变量测度难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从链上企业的互动关系

来提供数字技术突破空间限制中的关键证据。 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第一,利用链上企业的空间分

布来揭示企业向其他区域拓展产业链的影响因素与机制,为理解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新视角;
第二,通过准自然实验设计来识别出数字技术在突破经济活动空间限制的关键机制与作用渠道,尽
可能明晰数字技术赋能市场化建设的途径。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说

(一)文献回顾

现有研究分别从供给端和消费端探索数字技术在市场整合与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作用。 供给

端的研究往往认为数字技术发展不仅能够缩小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也可以通过构建线上市场的

竞争空间,并外溢引导线上—线下市场竞争,来突破旧生产力格局中的市场壁垒[2-3,14-15] 。 数字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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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一方面可以节省搜寻、匹配的市场交易成本,推动商品与要素跨地区流动[16] ;另一方面还可以利

用网络经济特性来加剧地区之间的竞争效应,从而均衡推动地区间商品、要素价格趋于一致。 除数

字技术本身存在的信息优势、网络特性之外,与之充分结合的互联网交易平台、智能应用、大数据应

用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线上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促成线上—线下市场的共同整合[1,4] 。 此外,
数字技术还可以通过拓宽信贷融资渠道,提升创新绩效等途径推进地区间的创新合作、异地投

资[9,17-19] ,打破原有生产力格局中的空间限制。
在需求端,部分文献从家庭消费决策为数字技术突破空间限制提供了证据,认为利用居民消费

带动商品跨地区流转,是打破空间限制、推动市场整合的重要动因[6] 。 数字技术能够通过消费授

信、支付便利等渠道直接推动消费扩张[20] ,还可以深化生产、消费终端和流通的分工水平来间接促

进消费[21] ,通过跨地区的消费选择来促进市场整合。
供给、需求端的现有观点多从数字技术特征、功能来为跨地区之间要素与商品市场整合提供解

释,却忽视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参与主体———企业所发挥的作用,使得从这类文献并不能获得数字

技术打破空间限制完整的证据链条。 事实上,要素与商品流动都与企业的空间决策有关。 这种空

间决策一方面关系到企业如何选址,另一方面则和生产链条上合作企业的选择有关。 一旦确定了

选址,那么如何选择合作伙伴的地理分布则成为影响市场整合的关键。
(二)理论假说

为了增加收入、降低风险,企业积极寻求更加广阔的市场。 然而,地理隔阂与信息障碍致使产

业链发展更多地呈现出本地化特征。 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高度的地方分权催生的以省级行政区为单

位的地方保护主义[22] ,进一步强化了地理隔阂对企业经济活动本地化的推动作用。 数字技术的应

用能够帮助企业克服信息不对称,并且降低由地理隔阂导致的要素与商品搜寻—匹配时面临的交

易成本。
首先,数字技术发展不仅提高内部的信息交流效率,降低内部决策成本[23] ,人工智能、大数据、

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也优化了企业信息获取与处理能力[12] ,帮助企业及时获得市场信息,提高

企业市场行为中的搜寻—匹配效率。 其次,数字技术发展改善的信息环境和条件,帮助企业克服由

地理隔阂带来的交易成本。 一则,企业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加快了信息的扩散速

度,扩大传播的范围和影响力[24] ,从而改善企业内外沟通的信息环境[25-29] 。 第二,企业运用数字技

术可以低成本、多维度地收集供应商及客户信息,在提高搜寻和匹配精准度的同时减少变更合作关

系时面临的转换成本。 在传统的产业链环境下,考虑到更换合作企业引发的转换成本,企业会倾向

于形成单一的合作捆绑关系[24] 。 数字技术在信息处理上的优势能帮助企业抓住新的市场机会,减
少更换合作企业引起的转换成本[30] 。 此外,数字技术提供的良好的信息环境,还能够帮助企业有效

降低监督成本。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1,以备下文检验。
假设 1:数字技术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来帮助企业突破经济本地化,将经济活动向外延伸。
产品竞争力是决定供应商和客户选择的重要因素[31] ,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助于企业更好地定位

市场需求、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品创新,进而通过提高产品竞争力来突破空间限制。 第一,利用数

据分析、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技术,企业能更快地识别市场需求、预测趋势,从而加速新产品开发

周期。 同时更好地理解消费者喜好,有针对性地设计创新产品。 第二,连带的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

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32-33] 。 数字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实现生产线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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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实现生产过程的精细化管理和实时监控,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确保了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第三,数字技术提供的先进的设计工具与软件,帮助企业快速设计、测试和优化新产品,加速产品开

发并提高设计质量;数字技术嵌入企业研发、设计与制造环节,推动企业产品创新能力的“ 跃

迁” [13] 。 由此提出如下备验假设。
假设 2:数字技术通过增强企业产品竞争力来帮助企业突破本地化,将经济活动向外延伸。

二、模型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从 2013 年颁布《“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开始,我国在 2014、2015、2016 年先后遴选了 117
个城市(群)作为“宽带中国”试点城市。 数字技术需要以网络基础设施作为载体,其发展程度依赖

于宽带网络的建设和运营效率[9] 。 因此选择该试点政策来设计准自然实验,能够表征数字技术的

推广应用水平。 设置多时点 DID 模型如下:
Localizationit =α0 +α1BDC it +λΓ+Localization0

i ×year+industry+province+city+εit (1)
式中,Localizationit 表示在 t 年企业 i 经济活动的本地化水平,利用和企业 i 同属一个省份的合

作企业数量进行衡量,回归时分别包括采购活动的本地化水平(Localization_s)和销售活动的本地化

水平(Localization_c)。 BDC it 是政策变量,表示企业 i 的注册地在 t 年是否纳入了“宽带中国”的政

策试点,是取值 1,否则取值 0。 Γ是控制变量向量集。 industry、province、city 分别表示年份、行业、省
份、城市虚拟变量,εit 是随机扰动项。 考虑到企业初始值时间趋势对结果的干扰,回归时控制了企

业样本初期的经济本地化 Localization0
i 与年份的交乘项。

机制检验时则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被解释变量替换成机制变量,然后进行 2SLS 估计。 此外

还借鉴 Acemoglu 等[34]的做法,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机制变量进行渠道识别。 考虑到企业所在

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 ( pgdp)、 流通节点城市 ( nod) 的差异, 以及企业对产业链的依赖程度

(chaindep)、链条上纵向分工水平(vertical)等会对数字技术的作用形成影响,为此在模型(1)的基

础上加入这类变量 X(pgdp,nod,chaindep,vertical)与多时点政策变量 BDC it 的交乘项,设置模型(2)
来检验这类因素带来的异质性影响。

Localizationit =α0 +α1BDC it +α2BDC it ×X+λΓ+Localization0
i ×year+industry+province+city+εit (2)

(二)变量测度

由于并非所有上市公司都披露合作企业信息,即便披露也仅按信息披露建议公布了前五大供

应商与客户名单,因此本文仅使用有披露合作企业的非平衡样本来进行检验。 其中,Localization_s

用同在一个省份的供应商企业 j 的数量来衡量,即 Localization_sit = 􀰐
5

j= 1
(D_sj

i
= 1 | t),D_s 是供应商是

否同在一个省份的虚拟变量;同理 Localization_cit = 􀰐
5

j= 1
(D_c j

i
= 1 | t),D_c 是客户企业是否同在一个省

份的虚拟变量。
控制变量的选取上,参考已有文献[35-37] ,分别控制以下因素:(1)包括企业规模( size)、企业自

上市以来经营时长( age) 的个体特征;( 2) 衡量经营运转与经营绩效的市净率( pb)、托宾 Q 值

(Tobinq)和现金流比率(cashflow);(3)衡量企业链条上的特征以及与合作企业之间的联系,包括纵

向一体化程度 ( lgvas)、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总额占比 ( t5suplpart) 和前五大客户销售总额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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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5cusoirt)。 控制变量及其测度方式见表 1。
表 1　 控制变量的选取与测度

控制变量 含义 度量方法

size 企业规模 企业总资产规模取自然对数

age 企业年龄 观测年份减去企业上市年份加 1 取自然对数

pb 市净率 每股股价 / 每股净资产

Tobinq 托宾 Q 值 公司的市场价值 / 公司的资产重置成本

cashflow 现金流比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 期末流动负债

lgvas 纵向一体化 修正价值增值法下计算的企业纵向一体化水平并取对数

t5suplpart 前五大供应商采购总额占比 观测年份企业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 / 采购总额

t5cusoirt 前五大客户销售总额占比 观测年份企业前五大客户销售额 / 销售总额

　 　 (三)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和国泰安( CSMAR)数据库。 从表 2 的描述性统

计能够发现,Localization_s 均值高出 Localization_c 平均水平 40. 42%,说明对于样本企业而言,销售

市场相对在省外,原料与中间产品省内供货较多。
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A. 采购活动

Localization_s 5
 

965 1. 487 1. 425 0. 000 5. 000

BDC 5
 

965 0. 481 0. 500 0. 000 1. 000

size 5
 

965 21. 960 1. 321 15. 580 28. 110

age 5
 

965 25. 510 5. 596 6. 000 68. 000

pb 5
 

965 4. 283 12. 790 0. 000 527. 200

Tobinq 5
 

965 2. 138 4. 289 0. 000 259. 100

cashflow 5
 

965 0. 043 0. 081 -0. 748 0. 901

lgvas 5
 

965 -0. 305 1. 968 -10. 480 20. 720

t5suplpart 5
 

965 40. 250 22. 810 1. 610 100. 000

B. 销售活动

Localization_c 5
 

361 1. 059 1. 279 0. 000 5. 000

BDC 5
 

361 0. 312 0. 463 0. 000 1. 000

size 5
 

361 21. 830 1. 280 16. 410 28. 500

age 5
 

361 25. 710 4. 678 12. 000 65. 000

pb 5
 

361 4. 397 13. 610 0. 000 527. 200

Tobinq 5
 

361 2. 127 2. 656 0. 000 106. 100

cashflow 5
 

361 0. 040 0. 080 -0. 748 0. 901

lgvas 5
 

361 -0. 438 1. 838 -10. 480 18. 230

t5cusoirt 5
 

361 34. 850 23. 620 0. 100 1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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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归结果

(一)基准估计结果

表 3 汇报了模型(1)的估计结果。 其中,列(1)至列(3)是对采购活动经济本地化的估计结果,
列(4)至列(6)是对销售活动本地化的估计结果。 从回归结果来看,“宽带中国”显著推动企业到省

外寻找供货源与销售渠道。 列(3)和列(6)的结果说明,在控制其他条件时,“宽带中国”政策推动

企业前五大供货商中本省企业从 1. 487 个减少到 1 个,减少 32. 75%,本省客户企业从 1. 059 个减少

到 0. 8 个,降幅 24. 45%。 如果将合作企业数量转换成交易金额,则上述结果可以解读为:“宽带中

国”政策使企业与省内供应商平均采购金额比重从 12. 37%下降至 8. 319%( = (12. 37% / 1. 487) ×
1),平均采购额减少 4 个百分点;省内客户平均销售金额占比从 8. 094% 下降至 6. 114% ( =
(8. 094% / 1. 059) ×0. 8),降低 1. 98 个百分点。

以上估计结果表明“宽带中国”这一数字技术对突破以省份行政区为界的空间限制有积极作

用,并对采购活动的促进作用大于销售活动。 可能的解释是:第一,长期以来上游企业相比于下游

企业的垄断能力更强[38-39] ,因此向上游企业拓展市场业务比下游更难。 第二,样本期间包含交通基

础设施在内的硬件完善促使企业提高数字化水平[40] ,进而帮助企业向外拓展销路,但对供给端的影

响相对较小[41] 。 以上结果支持了理论假说。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采购活动本地化 销售活动本地化

(1) (2) (3) (4) (5) (6)

BDC -0. 130∗∗∗

(0. 037)
-0. 516∗∗∗

(0. 039)
-0. 470∗∗∗

(0. 040)
-0. 075∗∗

(0. 038)
-0. 285∗∗∗

(0. 038)
-0. 245∗∗∗

(0. 039)

size -0. 050∗∗∗

(0. 016)
-0. 033∗

(0. 017)

age 0. 014∗∗∗

(0. 003)
0. 016∗∗∗

(0. 004)

pb -0. 003∗∗

(0. 001)
0. 001

(0. 001)

Tobinq 0. 003
(0. 003)

0. 001
(0. 006)

cashflow 0. 411∗∗

(0. 191)
-0. 346∗

(0. 205)

lgvas -0. 006
(0. 009)

-0. 014
(0. 010)

t5suplpart -0. 003∗∗∗

(0. 001)

t5cusoirt -0. 003∗∗∗

(0. 001)

常数项 1. 550∗∗∗

(0. 026)
0. 621∗∗∗

(0. 190)
1. 494∗∗∗

(0. 419)
1. 082∗∗∗

(0. 021)
0. 830∗∗∗

(0. 166)
1. 303∗∗∗

(0. 409)
时间趋势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样本量 5
 

965 5
 

965 5
 

965 5
 

361 5
 

361 5
 

361
R2 0. 002 0. 422 0. 427 0. 001 0. 392 0. 397

　 　 注:1. 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2. ∗、∗∗、∗∗∗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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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前文借鉴混合截面数据的处理方法进行了检验,然而这一设计能否满足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

的平行趋势? 借鉴黄炜等[42]的做法,根据城市进入“宽带中国”试点的时间设置政策冲击前、后的

政策虚拟变量,构建模型(3)的动态双重差分模型,从中观察处理组和控制组是否拥有相似的趋势,
以此确保任何效应的变化是由政策引起,而非由基线差异造成。

Localizationit =α+βprecut [Di ×I( t-TD <-3)] +􀰐
-1

-3
βpre [Di ×I( t-TD = s)] +􀰐

2

0
βpost [Di ×I( t-TD = s)] +

βpostcut[Di×I( t-TD>2)] +λΓ+localization0
i ×year+industry+province+city+εit (3)

 

式中:Di = 1 表示企业 i 为处理组,否则为控制组;I(·)是示性函数,TD 是“宽带中国”政策当

期,t-TD 是距离政策当期的相对时间,其中 s= -1 为基期,其余变量设置与模型(1)相同。 若回归系

数 βprecut、βpre 不显著异于 0,βpost、βpostcut 显著异于 0,则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检验结果见图 1。 在政策

实施前,企业采购行为和销售行为的本地化在两个组别中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政策实施后处理组

经济本地化均明显下降,表明“宽带中国”对企业跨地区选择合作企业有促进作用。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

2. 安慰剂检验

进一步利用安慰剂检验来排除其他随机性因素的干扰。 做法是随机抽取 123 个城市作为处理

组,剩余城市为控制组,并随机为处理组城市设定政策实施年份,对新样本构建 500 次“伪政策虚拟

变量”后带入模型(1)重新估计,结果见如图 2。 “伪政策虚拟变量”回归系数均值接近于 0,估计系

数接近于正态分布,且在 10%的水平上不显著,从而排除其他随机因素对结果的干扰。
3. 剔除变量测度误差的干扰

基准估计结果可能受到测度误差的影响:一是经济本地化仅仅根据本省企业数量进行测度,并
未考虑企业间业务量大小的影响;二是测度误差来自解释变量。 虽然“宽带中国”政策影响地方的

数字技术发展,但政策虚拟变量并不能完全捕捉企业层面的数字技术的发展程度。 对于上述测度

误差采取的处理是:其一,利用与本省合作企业之间的往来业务量(采购量或销售量)占比测度企业

经济活动的本地化程度;其二,借鉴袁淳等[36] 的处理,利用 MD&A 数字化词频数(MD&A)和年报数

字化词频数(NBT)分别测度企业的数字技术水平。 根据上述两种测度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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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1)和列(4) 分别是利用本省供应商、客户业务量占比测度并替代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列
(2)、列(5)是利用 MD&A 数字化词频数的连续变量替代政策虚拟变量的估计结果,列(3)、列(6)
是利用 NBT 替代政策虚拟变量得到的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变换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的测度方式

并不改变基准估计结论。

图 2　 安慰剂检验

表 4　 剔除变量测度误差干扰的估计结果

变量
采购活动本地化 销售活动本地化

(1) (2) (3) (4) (5) (6)

BDC -3. 466∗∗∗

(0. 496)
-1. 689∗∗

(0. 463)

MD&A -0. 147∗∗∗

(0. 018)
-0. 073∗∗∗

(0. 016)

NBT -0. 148∗∗∗

(0. 015)
-0. 079∗∗∗

(0. 01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5. 644

(12. 390)
1. 712∗∗∗

(0. 450)
1. 489∗∗∗

(0. 436)
-1. 402
(4. 382)

1. 679∗∗∗

(0. 466)
1. 430∗∗∗

(0. 431)
时间趋势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样本量 5
 

965 4
 

858 5
 

447 5
 

361 4
 

093 4
 

770
R2 0. 462 0. 444 0. 431 0. 451 0. 417 0. 400

　 　 4.
 

PSM-DID 估计

由于“宽带中国”试点城市并非随机选择的结果。 因此有必要利用对样本进行匹配,然后再利

用准自然设计来进行检验。 具体做法是,先利用卡尺近邻匹配(1 ∶2)将处理组与控制组进行匹配,
再根据双重差分方法估计处理效应。 PSM-DID 的优点在于能够处理因果效应的内生性和选择性偏

误,减少了由于处理效应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联性导致的估计偏误。 图 3 展示了供应商、客户数据

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图,结果表明处理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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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卡尺近邻匹配前后的核密度图

表 5 中展示了利用卡尺近邻匹配(1 ∶2)后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估计结果仍然稳健。 无论是系

数大小、符号还是显著性水平,都与基准估计结果相差不大。
表 5　 PSM-DID 估计结果

变量
采购活动本地化 销售活动本地化

(1) (2)

BDC -0. 230∗∗

(0. 117)
-0. 140∗

(0. 096)
控制变量 是 是

常数项
1. 163

(0. 789)
2. 980∗∗∗

(0. 991)
时间趋势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2
 

869 1
 

824
R2 0. 538 0. 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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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改变样本范围与区间

考虑到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计划单列市在省域经济活动中的特殊性,为此在基准估计样

本基础上将上述三类城市剔除。 此外,考虑到 2019 年底暴发的新冠疫情产生的冲击,在基准估计的

样本上剔除掉 2020 年以来的样本。 表 6 列(1)、列(3)是剔除城市样本之后的估计结果,列(2)、列
(4)是只保留 2019 年以前样本估计的结果。 系数与基准估计结果保持一致。

表 6　 改变样本范围和区间的估计结果

变量

采购活动本地化 销售活动本地化

保留普通地级市样本 保留 2019 年以前样本 保留普通地级市样本 保留 2019 年以前样本

(1) (2) (3) (4)

BDC -0. 498∗∗∗

(0. 062)
-0. 381∗∗∗

(0. 044)
-0. 325∗∗∗

(0. 068)
-0. 236∗∗∗

(0. 04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0. 004

(0. 758)
0. 960∗∗

(0. 453)
0. 562

(0. 646)
0. 431

(0. 437)

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3
 

201 4
 

781 2
 

574 4
 

626

R2 0. 476 0. 447 0.
 

494 0. 442

　 　 6. 内生性处理

准自然实验设计虽然解决了由自选择和变量遗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并不能完全解决变量

之间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 体现在本研究中为:企业为了向外扩大市场,会增加对数字技术

的需求,从而推动数字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和发展。 为此,参照袁淳等[36] 的做法,利用 1984 年邮

电业务总量与上一年互联网用户人数的交乘项( telinternet)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潜在内生性引起

的估计偏差。 表 7 报告了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其中,第一阶段结果显示 telinternet 系数均显著为

正,且“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F 统计量显著均大于临界值 10。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显示,BDC 的回归

系数依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同时“过度识别检验”的 LM 统计量均显著大于临界值,说明不

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在缓解了反向因果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之后,BDC 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因此有

理由相信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7. 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

与“宽带中国”同一时期的政策冲击还包括“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和“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

策。 两个试点政策和“宽带中国”的政策目标上虽然存在差异,但在政策实践中均会对数字技术及

经济本地化产生影响。 为排除两个全国性试点政策对估计结果的干扰,分别根据各批次试点名单

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企业所在城市当年是否进入“国家智慧城市”的政策虚拟变量(zhcs),以及

是否进入“国家创新型城市”名单的政策虚拟变量(cxcs)。 表 8 的估计结果表明即便控制住样本期

间的竞争性的试点政策,BDC 的作用仍然显著为负,基准估计结果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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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工具变量两阶段的估计结果

变量

采购活动本地化 销售活动本地化

第 1 阶段 第 2 阶段 第 1 阶段 第 2 阶段

(1) (2) (3) (4)

telinternet 5. 00e-06∗∗∗

(1. 01e-07)
6. 03e-06∗∗∗

(1. 39e-07)

BDC -1. 168∗∗∗

(0. 670)
-0. 599∗∗∗

(0. 677)

_cons -1. 298∗∗∗

(0. 165)
0. 670

(0. 452)
-1. 525∗∗∗

(0. 145)
0. 692∗

(0. 419)

F 2
 

439. 049 1
 

876. 915

LM 1
 

013. 952 1
 

126. 938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5
 

899 5
 

899 5
 

312 5
 

312

R2 0. 660 0. 395 0. 600 0. 386

表 8　 排除其他竞争性解释的估计结果

变量
采购活动本地化 销售活动本地化

(1) (2) (3) (4)

BDC -0. 342∗∗∗

(0. 050)
-0. 264∗∗∗

(0. 048)
-0. 228∗∗∗

(0. 049)
-0. 173∗∗∗

(0. 050)

zhcs -0. 229∗∗∗

(0. 053)
-0. 029
(0. 047)

cxcs -0. 374∗∗∗

(0. 048)
-0. 137∗∗

(0. 05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 404∗∗∗

(0. 424)
1. 437∗∗∗

(0. 421)
1. 282∗∗∗

(0. 411)
1. 214∗∗∗

(0. 410)

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5
 

965 5
 

965 5
 

361 5
 

361

R2 0. 429 0. 433 0. 398 0.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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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结合前文假设,主要从交易成本和产品竞争力两方面检验数字技术何以推动企业打破经济本

地化的机制。 具体做法是: ( 1) 按照 2SLS 的估计原理,
 

先对交易成本 ( lgtran)、产品竞争力

(lgpatent)进行估计,然后再利用 lgtran、lgpatent 的预测值对 Localization_s 和 Localization_c 进行估

计。 (2)以表 3 第(3)、(6)列的基准估计结果为参照,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引入 lgtran、lgpatent
进行渠道识别检验。 交易成本(lgtran)的测度借鉴了石大千等[43] 、吴海民等[44] 的做法,利用销售费

用、管理费用与财务费用之和的对数来衡量。 三大期间费用发生在采购、销售和内部决策环节,多
为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较易受业务招待、高管在职消费以及地方保护主义和潜在寻租行为的影

响,因此能够代理企业拓展经济活动时面临的内、外交易成本[45] 。 期间费用越大,则表示交易成本

越高。 创新不仅能够推动企业提高生产率,同时也是产品竞争力的主要来源。 考虑到创新表现多

与研发产出有关,为此利用企业的申请专利数加 1 再取对数来代理产品竞争力(lgpatent)。
2SLS 估计的结果见表 9,其中列(1)至列(5)是对采购活动本地化的估计结果,列(6)至列(10)

是对销售活动本地化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为 lgtran 和 lgpatent 时是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剩余

列是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
表 9　 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lgtran lgpatent 采购活动本地化 lgtran lgpatent 销售活动本地化

(1) (2) (3) (4) (5) (6) (7) (8) (9) (10)

BDC -0. 175∗∗∗

(0. 030)
0. 340∗∗∗

(0. 060)
-0. 184∗∗∗

(0. 031)
0. 236∗∗∗

(0. 058)

lgtran 0. 041∗∗

(0. 020)
0. 041∗∗

(0. 020)
0. 032∗

(0. 019)
0. 032∗

(0. 019)

lgpatent -0. 016∗

(0. 008)
-0. 016∗∗

(0. 008)
-0. 031∗∗∗

(0. 009)
-0. 031∗∗∗

(0. 00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2. 965∗∗∗

(0. 360)
1. 952∗∗∗

(0. 684)
1. 768∗∗∗

(0. 424)
1. 933∗∗∗

(0. 419)
1. 796∗∗∗

(0. 425)
3. 331∗∗∗

(0. 395)
1. 363∗∗

(0. 614)
1. 634∗∗∗

(0. 406)
1. 812∗∗∗

(0. 396)
1. 667∗∗∗

(0. 405)

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5
 

933 5
 

965 5
 

933 5
 

965 5
 

933 5
 

329 5
 

361 5
 

329 5
 

361 5
 

329

R2 0. 656 0. 244 0. 413 0. 414 0. 414 0. 646 0. 229 0. 391 0. 394 0. 392

　 　 从列(1)、列(6)可以发现,数字技术显著节省了采购活动与销售活动的交易成本,进一步帮助

企业扩大供应商和客户的选择范围,将经济活动向外省延伸。 列(2)、列(7)的结果验证了数字技术

推动企业加大研发创新,在此基础上突破经济活动受到的来自地理隔阂、行政壁垒的限制。 当将机

制变量的预测值同时带入第二阶段进行估计时,lgtran、lgpatent 的估计系数变化并不大,但显著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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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提高,说明数字技术发展在交易成本节约和核心竞争力提升两条路径上同时存在,彼此之间对突

破经济活动本地化的作用互不干扰。 表 10 是利用渠道检验以进一步佐证机制检验的结果。 其中列

(1)、列(5) 是基准估计结果,其余列是引入作用渠道的估计结果。 对照不难发现,当分别引入

lgtran、lgpatent 之后,核心变量 BDC 的系数明显变小,而 lgtran、lgpatent 的系数均显著。 当同时纳入

lgtran、lgpatent 之后仍然不改变渠道检验的结果。 这说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促进的数字技术发

展,能够通过节省企业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和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来突破采购与销售活动面临

的空间限制。
表 10　 渠道检验的估计结果

变量
采购活动本地化 销售活动本地化

(1) (2) (3) (4) (5) (6) (7) (8)

BDC -0. 470∗∗∗

(0. 040)
-0. 201∗∗

(0. 092)
-0. 267∗∗

(0. 133)
-0. 241∗

(0. 134)
-0. 245∗∗∗

(0. 039)
-0. 073∗∗∗

(0. 028)
-0. 052∗∗

(0. 024)
-0. 050∗∗

(0. 024)

lgtran -0. 024∗∗

(0. 013)
-0. 021∗∗

(0. 010)
-0. 013∗

(0. 007)
-0. 011∗∗

(0. 005)

lgpatent 0. 009∗∗

(0. 004)
0. 007∗

(0. 004)
0. 001∗∗

(0. 000)
0. 001∗∗

(0. 0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 494∗∗∗

(0. 419)
1. 401∗∗∗

(0. 427)
1. 378∗∗∗

(0. 410)
1. 369∗∗∗

(0. 410)
1. 303∗∗∗

(0. 409)
1. 201∗∗∗

(0. 417)
1. 341∗∗∗

(0. 408)
1. 243∗∗∗

(0. 416)

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5
 

965 5
 

933 5
 

365 5
 

933 5
 

361 5
 

329 5
 

361 5
 

329

R2 0. 427 0. 427 0. 423 0. 430 0. 397 0. 396 0. 399 0. 397

　 　 (二)异质性分析

1. 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影响

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影响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水平,从而对企业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也会造成

影响。 为此根据各省份人均生产总值均值设置虚拟变量(pgdp),将高于均值的设置为 1,否则为 0,

构建多时点政策变量 BDC 与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交互项,然后带入模型(2)进行估计。 表 11 中列

(1)、列(6)报告了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数字技术突破企业经济活动本地化的

作用越大。 此外还按照区域经济的发展梯度,设置东部( east)、中部( mid)和西部( west)的虚拟变

量,将其与核心变量交乘进行异质性检验,估计结果分别见表 11 列(2)至(4)、列(7)至(9)。 从系

数符号和大小上判断,数字技术冲击能够促进企业降低经济活动的本地化程度,推动企业向省外拓

展业务,并且总体上对采购活动的效果大于销售活动,因此基准估计结果仍然成立。 但对比不难发

现,这种促进作用主要发生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在中部只对采购活动向外省拓展业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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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的效果差异可能与中部六省在联通全国东—西区域和南—北区域中的枢纽地位有关。 数字技

术对采购活动本地化的削弱效果西部大于东部,但对销售活动本地化的作用则东部大于西部。 这

其中可能与西部面临着由物理距离以及相对低效的物流行业产生的较高的运输成本有关。

2. 流通节点城市的异质性影响

流通节点城市具有较强集聚、辐射等功能,在流通网络中处于重要的枢纽地位。 因此,企业是

否处在流通节点城市也会影响经济活动地理分布。 为此依据 2015 年商务部等 10 部门印发的《全国

流通节点城市布局规划(2015—2020 年)》,设置企业所在城市是否属于流通节点城市的虚拟变量

nod,将其与 BDC 交乘后引入模型(2)进行估计。 回归结果见表 11 列(5)和列(10)。 可以发现,处

在流通节点城市的企业更易利用节点城市的地理、交通优势,将采购活动和销售活动向外省延伸。
表 11　 区位特征异质性的估计结果

变量
采购活动本地化 销售活动本地化

(1) (2) (3) (4) (5) (6) (7) (8) (9) (10)

BDC×pgdp -0. 493∗∗∗

(0. 042)
-0. 274∗∗∗

(0. 043)

BDC×east -0. 417∗∗∗

(0. 046)
-0. 280∗∗∗

(0. 047)

BDC×mid -0. 349∗∗∗

(0. 089)
-0. 072
(0. 074)

BDC×west -0. 543∗∗∗

(0. 115)
-0. 176∗

(0. 103)

BDC×nod -0. 436∗∗∗

(0. 043)
-0. 220∗∗∗

(0. 04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 674∗∗∗

(0. 420)
1. 747∗∗∗

(0. 414)
1. 804∗∗∗

(0. 423)
1. 802∗∗∗

(0. 416)
1. 649∗∗∗

(0. 420)
1. 353∗∗∗

(0. 404)
1. 433∗∗∗

(0. 402)
1. 749∗∗∗

(0. 402)
1. 749∗∗∗

(0. 399)
1. 414∗∗∗

(0. 408)

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5
 

965 5
 

965 5
 

965 5
 

965 5
 

965 5
 

361 5
 

361 5
 

361 5
 

361 5
 

361

R2 0. 427 0. 422 0. 415 0. 416 0. 423 0. 398 0. 397 0. 393 0. 393 0. 396

　 　 3. 企业产业链依赖度的异质性影响

当企业之间的产业链依赖度越来越高时,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会对整个产业链造成连锁反

应。 因此,数字技术带来的影响也会随企业对产业链的依赖程度不同而发生改变。 为此设置产业

链依赖度高与低的虚拟变量 chaindep 与 BDC 进行交乘,然后代入模型(2)进行估计。 产业链依赖

度主要利用企业向五大供应商(客户)采购(销售)金额的集中度进行测度,高于 50%视为产业链

(供应链、客户链)依赖度高的企业,否则产业链依赖度低。 表 12 中列(1)、列(3)报告了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较高的产业链依赖度可以增强数字技术突破经济活动本地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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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纵向一体化水平的异质性影响

纵向一体化能够有效规避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提升公司价值[36] 。 那么对于纵向一体

化水平较高的企业而言,数字技术对经济活动地理分布的影响是否会更强? 为了探究这一问题的

答案,利用价值增值法(VAS)度量企业的纵向一体化水平,在此基础上根据纵向一体化的样本均值

设置企业是否拥有较高纵向一体化水平的虚拟变量(vertical),将其与 BDC 交乘再代入模型(2)进

行估计。 价值增值法是通过计算企业所在产业链上的增加值占销售收入的份额来测算企业的纵向

一体化水平,增加值份额越高,则纵向一体化水平越高[35] 。 回归结果见表 12 中列(2)、列(4)。 可

以发现,纵向一体化水平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将采购活动和销售活动向外省延伸。
表 12　 产业链特征异质性的估计结果

变量
采购活动本地化 销售活动本地化

(1) (2) (3) (4)

BDC×chaindep -0. 252∗∗∗

(0. 043)
-0. 189∗∗∗

(0. 049)

BDC×vertical -0. 233∗∗∗

(0. 044)
-0. 121∗∗∗

(0. 04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常数项
1. 764∗∗∗

(0. 427)
1. 817∗∗∗

(0. 430)
1. 615∗∗∗

(0. 404) 1. 674∗∗∗

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5
 

965 5
 

965 5
 

361 5
 

361

R2 0. 417 0. 417 0. 394 0. 394

　 　 5. 行业异质性

考虑到不同行业对突破地理隔阂与地方保护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为此采取两个方面的做法

来检验行业之间的异质性作用:首先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设置第一产业(one)、第二产业( two)

和第三产业(three)的虚拟变量,将其与 BDC 进行交乘,然后带入模型(2)进行估计,所得结果见表

13 列(1)至列(6);其次,参照鲁桐和党印[46]的做法,将样本企业区分为技术密集型( technology)、劳

动密集型(labor)和资本密集型(capital)企业,然后分别构建类型虚拟变量,在与 BDC 进行交乘之后

带入模型(2)进行估计,所得结果见表 13 列(7)至列(12)。 结果表明,三产受到的影响远低于一产

和二产,这和三产相比一、二产更依赖于本地资源与市场有关。 而在行业的要素密集度的特征上,

数字技术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延伸合作空间的作用比其他两类行业要小,一方面是由于这类行业包

括了数字技术相关产业,本身不太受地理隔阂的限制;另一方面则与这类行业更侧重于投入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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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本而非实物性的生产要素有关,而人力资本受到的空间限制要比其他要素小得多。
表 13　 行业异质性的估计结果

变量
采购活动本地化 销售活动本地化

(1) (2) (3) (4) (5) (6)

BDC×one 0. 509
(0. 435)

0. 216
(0. 146)

BDC×two -0. 480∗∗∗

(0. 045)
-0. 242∗∗∗

(0. 044)

BDC×three -0. 246∗∗∗

(0. 065)
-0. 193∗∗∗

(0. 073)

常数项
1. 510∗∗∗

(0. 534)
1. 388∗∗∗

(0. 409)
1. 764∗∗∗

(0. 418)
1. 766∗∗∗

(0. 399)
1. 417∗∗∗

(0. 407)
1. 682∗∗∗

(0. 40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5
 

965 5
 

965 5
 

965 5
 

361 5
 

361 5
 

361

R2 0. 415 0. 419 0. 417 0. 395 0. 395 0. 393

(7) (8) (9) (10) (11) (12)

BDC×technology -0. 200∗∗∗

(0. 053
 

1)
-0. 229∗∗∗

(0. 051)

BDC×labor -0. 437∗∗∗

(0. 060)
-0. 287∗∗∗

(0. 063)

BDC×capital -0. 473∗∗∗

(0. 076)
-0. 027

 

8
(0. 091)

常数项
1. 763∗∗∗

(0. 418)
1. 955∗∗∗

(0. 419)
1. 813∗∗∗

(0. 419)
1. 525∗∗∗

(0. 406)
1. 660∗∗∗

(0. 400)
1. 774∗∗∗

(0. 39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趋势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5
 

965 5
 

965 5
 

965 5
 

361 5
 

361 5
 

361
R2 0. 415 0. 419 0. 417 0. 395 0. 395 0. 393

五、结论与启示

利用“宽带中国”的政策冲击设置准自然实验,从合作企业的空间分布的视角,为数字新业态赋

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新证据。 研究结果表明,“宽带中国”政策试点推动企业前五大供货

商中本省企业减少 32. 75%,本省客户企业降低 24. 45%,推动省内企业平均采购额占比下降 4 个百

分点,省内企业平均销售额占比减少 1. 98 个百分点。 在作用机制上,“宽带中国”提升的数字技术

水平不仅可以降低搜寻、匹配、议价、监督等交易成本,还可以增加产品的竞争力来突破旧生产格局

中的空间限制。 当然,数字技术的积极作用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地理区位、行业与产业链特征的

差异而存在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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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调整生产关系的重要部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从信息提供、供求引导、激励分配等

多方面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上述发现能够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政策实践提供如下启示:第
一,抓好数实深度融合建设统一大市场。 作为新兴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具有开放、共享、打破传统

时空限制的特点,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应该作为推进全国统

一大市场建设的重要抓手。 第二,要不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和数据要

素的相关制度,以此赋能企业优化生产、流通与销售的空间布局,突破旧生产力格局中微观主体面

临的空间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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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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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ld
 

productivity
 

pattern
 

and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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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is
 

the
 

intrinsic
 

requirement
 

for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What
 

role
 

do
 

new
 

business
 

forms
 

of
 

digital
 

technology
 

play
 

in
 

the
 

process
 

of
 

market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uses
 

empirical
 

data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among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from
 

2007
 

to
 

2022 
 

and
 

sets
 

up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for
 

the
 

Broadband
 

China
 

policy
 

pilot
 

to
 

systematically
 

estimate
 

the
 

impact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providing
 

micro
 

evidence
 

from
 

the
 

industrial
 

chain
 

for
 

digital
 

technology
 

to
 

promote
 

market
 

integration
 

construction.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drives
 

companies
 

to
 

extend
 

their
 

supply
 

and
 

sales
 

channels
 

beyond
 

the
 

province
 

through
 

two
 

channels 
 

reduc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enhancing
 

product
 

competitiveness.
 

Specifically 
 

the
 

policy
 

pilot
 

has
 

led
 

to
 

a
 

32. 75%
 

reduction
 

in
 

local
 

enterprises
 

among
 

the
 

top
 

five
 

suppliers 
 

a
 

24. 45%
 

reduction
 

in
 

local
 

customer
 

enterprises 
 

and
 

an
 

average
 

decrease
 

of
 

4
 

and
 

1. 98
 

percentage
 

points
 

in
 

the
 

proportion
 

of
 

procurement
 

and
 

sales
 

per
 

cooperative
 

enterprise
 

in
 

the
 

province 
 

respectively.
 

This
 

discovery
 

provides
 

systematic
 

evidence
 

for
 

digital
 

new
 

formats
 

to
 

break
 

through
 

spatial
 

limitations
 

and
 

promote
 

market
 

integration
 

between
 

reg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operative
 

enterprises.
 

Further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positive
 

role
 

of
 

digital
 

new
 

forma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varies
 

with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
 

changes 
 

and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ty 
 

and
 

is
 

further
 

strengthened
 

with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of
 

enterprises
 

on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level
 

of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chain.
 

The
 

research
 

provides
 

certain
 

insights
 

into
 

the
 

policy
 

practice
 

of
 

reforming
 

production
 

relations.
 

Research
 

suggests
 

that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enterprises
 

should
 

be
 

an
 

important
 

lever
 

for
 

advanc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o
 

break
 

through
 

the
 

spatial
 

limitations
 

faced
 

by
 

micro
 

entities
 

in
 

the
 

old
 

pattern
 

of
 

productivity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improve
 

the
 

relevant
 

systems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system
 

and
 

data
 

elements.
Key

 

words 
  

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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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ad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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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on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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